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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DETAILS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2015年6月和10月，在中国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和河南等地区的多次调查着重关注于众多岩画遗址
在提供法医学和测年证据方面的潜力。这项工作是2014年在几个省份成功开展的两次活动的延续。此次调
查获得了首个内蒙古岩画的年代数据，并证明了赤峰地区的岩刻画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此外，还从河南省
岩刻画中获取了若干全新的、相对晚近的年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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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5年，在中国分别开展了两次国际岩画考察。第一次是在6月份，第
二次是在10月份。6月份的考察对新疆、宁夏、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河南
省的岩画点进行了调查，而10月份的考察仅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南省
开展了相关的岩画研究。这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测定岩画的年代，
但与上次2014年在河南、江苏和宁夏进行岩画测年取得的巨大成功相
比（Tang等人，2014，2017），2015年调查获得的实际测年数据则要
少得多。尽管如此，考察团的多国科学家仍然对新疆岩画的年代进行
了首次估算（Bednarik 2015a, 2015b; Taçon等人 2016），并获得了
首个来自于内蒙古的岩画测年数据；此外，还在目前被记录最好的省
份——河南省获得了数个新数据。作为2014年考察报告的续作（Tang
等人，2017），本文将对此次的工作结果进行总结，其中大多数是未
被报道过的。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我们在这个偏远的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发现已经公开发表（Bednarik 
2015a, 2015b; Taçon等人，2016），因此这里只叙述要点。在辽阔的
新疆（166.5万平方千米），我们仅对其最北端的岩画进行了研究。
该地区靠近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与蒙古的边界，是整个阿尔
泰地区的一部分。虽然有两位岩画测年专家参与了为期一周的调查
研究，但在考察的众多遗址中，没有一处能获得有助于岩画测年的数
据。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岩画点的地质环境：除了一个明显的例外，即
壮观的康家石门子岩画点。所有被调查的岩画点都包含了含铁颜料的
图像，这些颜料缺乏达到分析数量的合适的矿物堆积。这些岩画点包
括坦布拉塔斯（Tanblatas）、敦德布拉克和多尕特岩画群，共有15个
岩画点，以及青铜时代的托干拜墓葬，其中包括部分绘画和5处岩刻

画。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敦德布拉克岩画点，这是一个小型的、低矮的岩
棚，其后墙密布着彩绘岩画。这些岩画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其中较
早的一个阶段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该阶段的岩画包含一些明显
表现为滑雪者的人像，因此也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滑雪图像（更好的
滑雪图像还出现在扎拉夫鲁加（Zalavruga）的卡累利阿（Karelian）
岩画点，其年代也更为古老；Bednarik 1992）。然而，这些图像位
于一些非常晚近的单薄的二氧化硅层的表面，可以有把握地归入该
地区最后出现的潮湿气候，即全新世后半期。岩画测年专家们一致认
为，这些图像的年代晚于5000年，而且大概率晚于3000年（Bednarik 
2015b；Taçon等人，2016）。相反的是，它们的风格并不与真正的“
旧石器时代”图像类似。敦德布拉克岩画群中的一个小型岩画点出现
了一种以牛和鹿为主题的图像，其风格可以完全理解为类似于欧洲
西南部的同类图像，但它显然晚于核心岩画点的早期阶段（Taçon等
人，2016：图九）。该小型岩画点位于核心岩画点西南方向约3千米
处。

在距离哈萨克斯坦边境仅几千米的多尕特大型花岗岩岩棚中的许多彩
绘岩画也值得关注。它们包括对飞机的明显描绘，以及很可能是对太
空火箭的描绘。其中一个较小岩画点的特征是，在其古老而褪色的图
像中，有一个据估计大约有1000年历史的佛教符号。因此，我们对该
地区岩画的普遍印象为年代仅限于全新世的后半期。此区域最古老的
岩画有可能是在部分托干拜墓葬的石棺中所发现的，根据放射性碳分
析，其历史应在4000年至4400年之间（Bednarik 2015b）。此外，构
成墓室的数块石板上还同时描绘有绘画和岩刻画。

康家石门子岩画点（图1）更适用于分析工作，因为许多岩画的相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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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可以通过叠压情况和剥落造成的大量打破来确定（Bednarik 2015b）
。剥落疤痕的边缘形成石亏，可以通过深入研究进行排序，从而能够
使用适当的校准提供初步的年代估算。众所周知，石亏的宽度随着时
间的线性函数而增加（Bednarik 1992）。然而，由于时间短暂，此次
考察我们无法开展这项工作。

康家石门子岩画点包括一个宽50米但相对较浅的岩棚，该岩棚位于一
处垂直砂岩崖壁底部，宽近300米、高约180米。滴水线比目前的岩
棚地面高28米。岩棚的大部分墙壁以及地面上的一些石块被数以百计
的岩画和铭文所覆盖。主画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图像，比目前的地面
高出数米，主要刻画了具有三角形身体的大型人像，其中一个呈水平
状。这些人物都经过仔细的修饰，其中有部分使用了红色、白色或黄
色的颜料绘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疤痕边缘上的石亏的宽度从1
毫米到6毫米不等，这表明其剥落的速度相对较快。其中一些主画面上
剥落的岩画，其年龄应在2000至4000年之间。主画面上的岩画很可能
是在地面距今高出数米时被创造的，这是因为岩画点下方坡底的小溪
有可能对溪沿的沉积物产生了侵蚀。这一猜想可以从主画面下方岩画
的稀少以及在该处发现的唯一人像的年代较为晚近可以得到证实。

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岩画点，康家石门子岩画用围栏和监管进行了良
好的保护，但在岩棚内的地面上缺乏抑尘措施，需要加以改进。此
外，由于裂隙渗水是导致岩画点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在控制岩画点
的渗水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对策，岩画的上方布置了许多很
高的人工滴水线，并且还尝试寻找悬崖高处的雨水入口位置。

3. 内蒙古自治区

我们在内蒙古的工作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内蒙古东部的赤峰以北地
区；二是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地区的几个岩画点。在赤峰东北偏北
约130千米处，在一片以沙丘为主的地区中有一处孤立的玄武岩山脉，
名为白庙子山。山脊大致呈西北至东南向，长约300米，几乎不高于周
围的沙丘。其东南部裸露的岩石上有大约100幅岩画，其中许多是“人
面/面具”图案。其中一个岩面上制作有十几个凹穴。岩石中确实含有细
砂状的石英颗粒，但都不适合进行微腐蚀分析。然而，玄武岩富含球
状囊泡，在这些囊泡被岩画凹槽截断的地方，由这两个特征形成的边
缘上的风化石亏表明岩画的年代久远。这些石亏平均宽约1毫米，其所
受到的气候条件通过转换，应为全新世中期。这与该地区大量的新石
器时代证据相吻合（图2）。

位于赤峰市北部的下泡子村（蒙古语为Boyin Aile），其北面是一片花
岗岩山丘。在一个采石场附近，紧邻山坡脚下，海拔627米处有一块数
米长的岩石。该岩画点所有的岩画都位于该块岩石上，这些岩画显然
是在岩石出现在如今的位置后才创作的。岩画点的名称为小凤山。这
块流纹岩石风化严重，被大量的黑色地衣所覆盖，这种岩石在新鲜时
呈浅褐色并略带粉红色。从岩石中普遍包含水晶的小囊泡可以明显发
现，这块岩石来自火山喷发。岩石的斜面上制作有3个“人面/面具”；此
外，还有一幅人面像被古老的裂缝所截断。后一个现象表明这些岩画
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因为断裂面的风化程度相当深。此外，除了几
个现代汉字外，画面上还有一些非常模糊的、只能隐约看到的凹槽图
案。3个“人面/面具”图像中位置最低的一个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机会。
该图像宽约45厘米，画面倾斜角约45°。它的“眼睛”各由一个圆圈环绕
的凹穴组成（图3）。

形成左“眼”的圆圈是由一个宽度为27-33毫米、深度为3.5-11.5毫米的

沟槽形成的。在这个外径约120毫米、内径约60毫米的圆圈的下部，
有一块石英晶体，该晶体经历了多次冲击断裂，其边缘具有不同的角
度。其中一个边缘长280微米，角度约为90°。通过观测，发现它的
一个石亏有如下10个宽度：16、16、20、16、16、20、22、20、25
、22=193/10=19.3微米。

如果将德云山岩画已校准的微腐蚀系数6.6μm/ka（Tang等人，2017）
应用于这一结果，则表明日期为距今E2924+860/-500年（在本文中，“
距今”指“公元2015年之前”，而不是指放射性碳参考点）。然而，德云
山和下泡子之间降水量的巨大差异（约600毫米与370毫米）意味着过
去也存在类似的差异。因此，在应用1.62的修正系数时，对小凤山岩
画更真实的年代估算应是距今E4730+1400/-810年（图4）。这个范
围意味着该岩画图像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是红山文化时期以后
的作品（Guo, 1995）。这也证明了近期制定的通用系数曲线的有效性
（Beaumont and Bednarik, 2015）。

翁牛特旗西北65千米处的大黑山是一个岩画遗址更为丰富的地区，包
含数千幅图像。穿过长满草的山坡上的一个长沙丘，到达一个风很大
的马鞍形山洼，然后沿着山后的侧翼向右走，即可进入该地点。我们
设法看到了这个岩画集中地，但非常恶劣的天气条件，包括即将到来
的暴风雪，迫使我们撤退。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设法调查的岩画包括
由直线连接的圆圈图像和风格相当复杂的“人面/面具”图像。这些岩画
的制作痕迹通常很浅，深度均匀，边缘清晰，垂直于岩石表面。 个别
的痕迹很容易辨别，可能使用了相当尖锐的金属工具。目前还不清楚
金属工具的材质是青铜还是钢铁，但我们暂时将这些图像归于青铜时
代。由于岩画没有明显存在石英的情况，因此，我们并没有尝试进行

图1：新疆康家石门子遗址中长达50米岩画画面的一小部分，注意红色
和白色颜料的痕迹

图2：位于内蒙古东部赤峰东北偏北地区的玄武岩岩画遗址白庙子山；
从左往右依次为汤惠生、吴甲才、罗伯特 G. 贝德纳里克、吉日拉吉·库

马尔

图3：内蒙古小凤山遗址中被断代的“人面”或“面具”岩画。被分析晶体
位于标尺短边旁的红色标记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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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腐蚀分析（图5）。

在2015年10月的内蒙古考察期间，我们第二个感兴趣的区域位于省会
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区中的一些山谷。在呼和浩特东北约25千米的
小井沟附近，谷地大部分被片岩山脉包围，地质上以圆形花岗岩块为
主，这些块状花岗岩块已被冰川或河流广泛搬运。在数日的调查中，
我们在该地区找到了极少数真正的岩画：在野马沟的片岩上发现了两
个用金属工具制作的凹穴（Bednarik, 2016b: 图4），以及在小井沟上
游的一块花岗岩巨石上发现了一个较新的铭文。

在距离呼和浩特约20千米的大青山南麓的另一个山谷深处，我们考
察了一座前佛教寺院的周围环境。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被垂直的悬
崖所俯视，我们成功地在遗址上方发现了一处精心制作的大型佛像岩
画。它与一个没有日期的铭文共存，尽管我们进行了彻底的搜索，但
未能发现更多的岩画。

4. 2015年6月的其余工作

在2015年6月的考察中，我们开展工作的另外3个地区是宁夏、河南和
广西。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调查的岩画中没有一处适合进行微腐
蚀分析或其他任何其他直接断代的尝试。对一个新发现的名为韭菜沟
的岩画点进行了考察，发现该岩画点有一些较新的分散的动物岩画，
均制作在绿泥片岩上（图6）。在银川市，我们尝试使用一些曾用于建
造佛塔的花岗岩块来确认该地区的校准曲线。据说该塔建于公元1050
年，在公元1240年左右进行了改造，但在地震中受损后，于公元1829
年左右进行了重建。考虑到这些不确定因素，放弃了尝试。

在中国最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们前往了宁明县附近的上金乡，
进入了左江峡谷。该地区距离越南边境不到20千米，峡谷的一部分已
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Bednarik 2016c）。这里有81个壮观的岩画
点，包括主要岩画点——花山岩画。该岩画点由一面垂直崖壁构成，

图4：内蒙古小凤山岩画的微腐蚀年代估算

图5：内蒙古翁牛特旗大黑山岩画遗址之一中的人像图案

图6：宁夏贺兰山附近韭菜沟遗址中呈“典型早期旧石器时代风格”的、
半自然状态的较新动物图像

图7：广西左江花山岩画部分图像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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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270米，宽35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绘画画面。这些象形图像一直
延伸到距花山所在的河面90米高处，现存的岩画群面积约为4000平方
米（图7）。在目前保护区内的其他37个岩画点中，有一处岩画甚至达
到了在垂直崖壁上130米的高度。但是，关于攀爬石灰岩崖壁的方法
还没有确定。我们考察了该岩画点，并在濑江屯调查了附近的壮族族
群，他们的祖先骆越人就被认为是这些岩画的创造者。此外，我们还
与申遗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协助他们完成工作（此后，左江岩
画就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对再沉淀碳酸盐矿床的放射性碳素分析，有人提出花山岩画的年
代在距今2370-2115年之间(Qin et al., 1987)，这与最近的铀钍定年法得
到的结果相矛盾，认为其年代应晚于汉代末年，即公元220年之后（M. 
Aubert，pers. comm.）。除此之外，沉淀物的多孔状态也值得关注，
缺乏对雨水的保护使得较短的年代更为可信。

最后，我们试图在河南省进行田野调查，但由于持续的大雨，不得不
在三天后放弃这一计划，决定将来再继续对这里进行考察。

5. 河南省

5.1 旋落岭

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放弃了在河南省进行广泛研究的尝试（Tang et al., 
2014；2017），但在2015年10月再次回到了河南。在完整的田野调
查过程中，我们考察了具茨山附近的许多凹穴岩画遗址点。就在我们
2014年停止工作的地方，名为旋落岭的山脊上，我们开始了此次考察
（Tang et al., 2017: 43）。

此山脊位于新郑市西南约20千米处，俯瞰陡峭的山坡，拥有400年历

史的石阶几乎达到其顶部。在沿着山脊的千枚岩露头上发现了数百个
凹穴岩画，通向附近山顶上的一处大型防御工事。这个遗址包括一面
石墙遗迹，最高4-5米，曾经包含一个面积为数公顷的村庄。凹穴或者
随机出现，甚至是单独出现的，或者排成一排和双排。其中，玫瑰状
凹穴岩画尤为引人注目，它由一个中央凹穴和绕其一周的若干凹穴组
成。中央凹穴往往比其余的凹穴大，有一处更是深达8厘米。在一些凹
穴岩画中，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其制作过程中使用了金属工具，很可能
是铁或钢，如独特的地坑和一贯陡峭的墙壁所示（Bednarik, 2016b: 图
5）。在千枚岩中有许多二氧化硅，但其中大多数是由无定形二氧化硅
的团块组成，外观呈颗粒状，缺乏明显的晶体结构。因此，它们要么
不适合进行微腐蚀分析，要么断裂角度超出了所需范围。

然而，在一个富含石英的块体上出现了一个单独的凹穴，其直径异常
深，底部有数个由工具制作的凹穴，表明使用的很可能是金属工具（
图8）。凹穴的内缘（侧面明显变陡）约35毫米，外缘（凹穴的全部
尺寸）为45×50毫米。此凹穴位于海拔403米处，深26毫米，如果不是
因为工具压痕，其底部会很平坦。在凹穴的外围，靠近内缘的地方，
是晶体石英的主体，在其上测量了两个90°的边缘。石亏“a”长130微
米，产生以下石亏宽度：8、8、10、10、9、11、12、12、11、12
、12=127/12=10.58微米。在这里，德云山校准系数适用，其微腐
蚀系数为6.6μm/ka（Tang等人，2017年），得到的估算年代为距今
E1603+215/-390年（图9）。

同一个凹穴的石亏“b”长210微米，提供了以下石亏宽度：10、10、12
、10、9、9、8、8、8=94/10=9.4微米。这些读数转换的估算年代为
距今E1424+400/-210年。因此，这两个估算年代的范围相同，但侧重
点不同（图10）。

在旋落岭，凹穴的深度、玫瑰状凹穴岩画的完成情况（有些是不完整
的，有些是完整的）和风化的状态都有相当的差异。鉴于一些标本非
常模糊，其余标本可能都已经完全消失了；风化作用不均匀，而是根
据千枚岩局部岩性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很明显，到其2000至2500年
的历史时，凹穴开始模糊消失，这种情况在这些片岩面上是意料之中
的。

5.2 太白岭（具茨山）

太白岭遗址位于具茨山东坡，距新郑市西南方向19千米，在山坡上寺
庙的东侧。该遗址群沿着两条山脊分布着一组岩画遗址，在海拔480米
和580米之间占据了许多突出的岩石露头。该地区的岩石由各种片岩组
成，从千枚岩到充分变质的片岩。它包含大量的二氧化硅矿物，从相
当无定形的颗粒状到完全结晶的状态。岩画完全由凹穴和用于连接或
排水的凹槽组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凹槽都适合排水，因为部分凹
槽的走势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这种设计形式的最大实体位于一块
尺寸约为2.5×2米的石块上，带有总长度约为4.5米的此类凹槽。凹槽中

大多数但不是全部都能用于排水。然而，自凹槽被制作出来以后，岩
体的倾斜度可能略有变化。

在没有凹槽的地方，凹穴的出现要么是随机的，要么是排成一排的，
要么是排成双排的（图11），但玫瑰状凹穴岩画在此处很罕见。值得

图8：旋落岭岩画遗址中的2号凹穴，含结晶石英包裹体的千枚岩

图9：旋落岭2号凹穴中分析的两个石亏之一得出的微腐蚀年代估算

图10：旋落岭2号凹穴中另一个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估算，与第一个石亏
的年代范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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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具有锥形截面的凹穴在最深处可能非常尖，需要使用金属
工具来制作；还有一些凹穴的底部是平的，显示出工具的敲凿点，这
在中国北方的岩画点中也能发现（如呼和浩特附近，见上文）。虽然
其他凹穴通常是杯状的，但这并不能确定它们是用锤石制作的。还有
一些矩形的凹陷，通常很小，但至少在一种情况下相当大，也是由沟
槽所连接。我们总共在这个岩画群的7个地点中发现了大约300幅图
像。

在岩画群中海拔较高的一个岩画点内，一个深度约为10毫米、平均直
径约为40毫米的凹穴中，发现了大量被敲击过的结晶石英（凹穴Juci2
）。该岩画点位于海拔568米处。我们曾考虑对两个石亏进行分析，但
发现其中一个并不适合。另一个呈细长的棚状，石亏长度为190μm，
提供了以下石亏宽度：14、15、15、15、16、16、16=123/8=15.375
微米，其估算年代约为距今E2329+95/-200年。2014年，有学者对该
岩画群的另一个凹穴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距今E3170+620/-440年的
估算值（No. ChinaJuci1-EQ-27/6/2014；Tang等人，2017：表一），
表明该遗址群凹穴岩画的制作历史持续了至少800年（图12）。

在东部相邻的山脊上，岩画中发现的所有二氧化硅体都是部分结晶的

无定形二氧化硅，聚结成半颗粒状结构，不允许形成清晰的裂缝边
缘，也不能假定其溶解速率与结晶石英的溶解速率相匹配。

在重新检查我们在2014年调查的地点时，在具茨山主峰悬崖下的斜
坡上，我们试图重新定位当时分析的凹穴岩画（同上），并成功确
认了2014年测量的1.4毫米长的石亏所在的遗址。虽然由于缺乏定位
照片，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凹穴，但我们成功地在同一地点找到了另
一个适合的石亏。它是在海拔395米的高架岩石平台边缘附近的Juci3
凹穴中发现的，位于三个聚拢的边缘之一上。西南边缘有210微米
长，产生了以下波纹宽度：20、20、22、22、20、20、24、24、22
、20=214/10=21.4微米，这些数据相当于距今E3242+400/-210年。
然而，该结果并不是十分可靠，因为不能完全确定其石英是结晶的，
但它与最近2014年测定的China-Juci1-EQ-27/6/2014非常吻合（图13
）。

5.3跑马岭

跑马岭是一组位于具茨山西部支脉上的岩画群，距离主峰约2.5千米，
下面是寺庙。岩画再次出现在片岩巨石和露头上突出的山脊顶部，大
部分位于山脊顶部，有时也略低于山脊。除了随机的和排列成行的凹
穴外，岩画中还有连接的凹槽和网状图案，如五乘五的矩形。岩画的
主要画面位于海拔537米处，除了许多其他图案外，还有两个并排的长
方形。西边的长方形尺寸为29×25厘米，由25个方块组成。它的东部环
绕凹槽穿过大量结晶石英，由于岩石的局部硬度，它在最大深度仅为
3.5毫米处变窄至2-3毫米宽。在此处和其他地方，很明显使用的工具是
一把平凿，几乎可以肯定材质是钢或铁。在图像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清
楚发现，凹槽的截面是由工具的使用角度决定的，并且横刃可能长约 
11 毫米。一些凹槽狭窄且对称，工具垂直于表面应用，但角度较低，
冲击导致沿着沟槽的“干道”去除薄片。

在穿过石英的凹槽东侧，也就是其最窄处，石英壁呈垂直状态。在其
顶部一道长的断口边缘有一处石亏，但由于只能看到其侧面，所以无
法准确地测量其宽度。然而，在其左侧，有一条略呈S形的边缘，长
144微米，偏离主边缘向东北方向倾斜。这个边缘提供了一个足以被完
全观察到的石亏，并得到了以下石亏宽度：6、6、7、6、8、8、7、7
、7=62/9=6.88微米。几何网格图像的年代估计为距今E1042+170/-
130年（图14）。

作为对该片岩在暴露约1000年后的风化程度的常规观察，可以说大部
分叶状成分矿物仍然保持有轻微的反射，但在其表面明显减少。在背
景表面上明显更大，但无法测量。此外，这些岩石上几乎没有地衣生
长。

5.4 博士生态林

在绵延不绝的支脉上，这个范围广泛的凹穴岩画遗址群沿着山脊顶
部，延伸到具茨山的西南方向，长达数千米。顺着这条弯曲的片岩山
脊，数以千计的凹穴岩画分布在这里，普遍位于山顶附近。其中一个
主要的岩画群名为博士生态林。这个由数个岩画点组成的集群被一根
支撑闭路电视摄像机的钢管所俯瞰。当有参观者到来时，自动喇叭会
发出预警，提醒人们他们正在被监视。其中一个岩画点被我们挑出来
进行详细分析。它位于海拔552米处山脊顶部的几块片岩上，上面有
随机排列的凹穴和一些小型凹槽。其中，最主要的片岩岩石上发现了
凹穴岩画的集中分布，有些排成一列，还有一个呈玫瑰花瓣状。一组
凹穴被沉积物部分掩盖。这块岩石上最深的部分凹穴呈较明显的圆锥
形，其截面表明可能由金属工具制作而成。沿片状凹槽显示出相对较
轻的风化程度，这个指标表明其应产生于近代。

其中一个凹穴的底部有一个中央凹坑，清楚地表明了工具点的形状和

图11：位于河南具茨山东部太白岭的大量凹穴岩画画面之一

图12：河南太白岭遗址中Juci2凹穴的微腐蚀年代估算

图13：河南具茨山太白岭遗址中另一个较远凹穴的微腐蚀年代估算



JOURNAL OF ROCK ART (JRA) 1(1) (2022) 53-58

Cite The Article: Jiaxin Zhang (2022). Austronesian Culture of Wanshan in Taiwan: An Ethno-rock Art Research. Journal of 
Rock Art, 1(1): 46-52.

Cite The Article：汤惠生，吉日拉吉·库马尔，金安妮，吴甲才，刘五一，罗伯特 G.贝德纳里克著，曹瑜洁译
（2022）。2015年的中国岩画之行。Journal of Rock Art，1(1)：53-58。

大小。这个凹穴呈圆形，直径为4.3毫米，在工具印痕的圆形尖端最深
点上方1.5毫米处（图15；也见Bednarik, 2016b：图7）。另一个更深
的凹穴深约21毫米，呈锥状，在其狭窄的底部有3或4个非常独特的凹
陷。其中一个凹陷的直径为2.8毫米，第二个与其非常类似。用于制作
这个凹穴的工具显然比前一个要尖得多。位于同个画面上的第三个凹穴
也接近圆锥状，深约26毫米，直径约45毫米，同样含有明显的工具痕
迹。其底面是一个直径约5.7毫米的凹陷，西部的斜面上有一个明显的
凹槽，表明其使用的工具应具有相似的直径。在岩画上有沉积物堆积的
地方几乎没有受到明显的风化，而在其水平面以上，风化作用也非常有
限。沿着山脊到具茨山的两个主峰，我们还考察了多个岩画点，但是仍
然没有找到任何适合进行微腐蚀分析的岩画。然而，许多其他的观测是
可能的。例如，在其中一个深矩形凹槽（深4厘米，长8厘米）中，沿
着两壁有六条清晰的沟槽，表明使用的是金属工具。虽然无法从具茨山
地区的这部分岩画中获得具体年代，但很明显，其以凹穴为主的岩画是
利用金属工具制作的，并且似乎处于相对晚近的时期。

6. 结论

2015年期间，在去年考察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在中国各地成功进行了
一系列的国际岩画考察，在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等自治区和河
南省进行了研究。这次考察为前两个地区的岩画年代测年进行了首次
科学尝试，并在其他省份尤其是河南省继续了我们之前的工作。此次
考察的特点是提高了应用法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水平，这一点可以
从强调尽力阐明岩画制作环境的方法中看出。近年来，这种专业方法
的应用逐渐增多，是岩画研究中最有潜力的方向之一(Bednarik, 2001, 
2016; Montelle, 2009; Bednarik and Montelle, 2016)，例如在澳大利亚
的研究中就很明显。在这种方法中，“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取
代了传统的对内涵或风格概念的关注，并代之以可重复检测的方法。
虽然关于年代的问题仍然很重要，但在中国近期岩画研究中，制作痕
迹和其他法医学的证据也备受关注。在某些情况下，这两种方法是互
补的；例如，岩画使用金属工具制作就大大限制了其潜在的年龄。

在具茨山近期的工作中，一个有趣的进展是太白岭岩画点两个凹穴的
估算年代相一致，其中一个在2014年得到了距今大约E3170年的结
果，而附近另一个凹穴在2015年的分析结果是3242年左右，但根据
简单重叠公差限制，这两个岩画很容易得到相似的年龄（商代）。与

具茨山相连的跑马岭上的岩画普遍要晚，其中一个年代估计只有1000
年左右（约为宋代晚期），而附近的旋落岭则得到了两个年代，约在
1500年前（约为南朝和北朝交替期）。因此，从目前的证据来看，豫
中地区已知的岩画属于金属时代，特别是铁器时代。

相比之下，在内蒙古下泡子和白庙子山的岩画则明显属于新石器时
代。这一结果与赤峰地区众所周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证据相吻合。
然而，在同一区域的大黑山地区，其丰富的岩画遗址群则明显是较
新。

因此，2015年在中国进行的岩画测年考察为中国岩画的科学数据库增
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为中国的岩画传统建立了良好的年代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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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河南具茨山跑马岭遗址中一个长方形雕刻图像的微腐蚀年代估
算

图15：博士生态林中凹穴岩画的锥形截面近景，地面上有金属工具的
痕迹


